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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从社会经济结构来看，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上海确实有大量城市中小学生

无法在城市得到安置，就当时而言，这无疑是上海巨大的城市人口“负担”。因此，上海需要将

这些“多余”的城市人口妥善地输送出去。最终，上海确定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安置上海

城市青年的主要安置地。这一安置地的选择，经过相关地方政府之间多方协作与博弈之后才

得以确定，加之中央政府的最终敲定，知识青年、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

安置系统。在安置地的选择过程中，整个安置系统协调之后的预期目标无疑是希望将城市人

口“负担”转化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力，以实现效益最大化。这既是知青输出地的“推力”与

知青安置地的“拉力”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正是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的重要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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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浩波口述，林升宝、易海涛访谈:《到江西去、到新疆去———张浩波动员青年支援外地工作琐忆》，《青年学报》2018 年第 1 期。

② 关于 1963—1966 年上海支援新疆兵团的知识青年人数问题，目前通行的说法是 9. 7 万人，占同时期进疆知识青年 12. 7 万

人的 76. 4%。但据新疆兵团 1973 年的一份材料显示，1963—1966 年到新疆兵团的知识青年为 8. 14 万人( 《上海支边知识青年分配

情况》( 1973 年 12 月 2 日) ，新疆兵团档案馆藏，档号 004 － 07 － 0363) 。显然，关于进疆上海知识青年的人数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

分析。另外，在当时的文献记载中，对上海知识青年的称呼并不统一，包括知识青年、社会青年、社会知识青年、支边知识青年、青年，

等等。因此，关于名称的问题也需要作进一步讨论。但由于主题所限，故拟另辟文。而在本文中所有关于“青年”的词汇，若非特别

说明，一般指知识青年。

③ 王炳虎访谈整理:《火红的年代 热情的青年———原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张浩波忆上海支边知识青年到兵团》，李开全主

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第 12 册《支边知识青年专辑》，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69—283 页。

④ 张浩波口述，林升宝、易海涛访谈:《到江西去、到新疆去———张浩波动员青年支援外地工作琐忆》，《青年学报》2018 年第 1 期。

一、引言

1963 年，刚从北京开会回到上海的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找时任上海团市委代理书记张浩波谈

话，曹荻秋告诉张浩波，他在北京时，周恩来总理、农垦部部长王震和他三个人在一起开了个小会，议

论了一件事，要上海每年动员两三万知识青年去支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后文简称“新疆兵团”) 。得

知这件事情后，张浩波和曹荻秋在一起简单讨论了一下，就算把这件事情给定了下来。①从当年到

1966 年，上海先后动员了大约 10 万知识青年②到新疆兵团。早些年，张浩波认为有三点原因促成上

海知识青年到新疆。第一，来自上海的就业压力; 第二，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化，特别是 1962 年新疆

“伊塔事件”爆发，使得反修防修的任务艰巨; 第三，要锻炼青年，实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③后

来，他对这三点原因又进行了一定调整，认为首先是因为国家边疆局势紧张，即“伊塔事件”之影响;

其次，是因为新疆兵团人口日益老化，需要补充一些有知识的青年; 最后，则是因为上海的一部分学

生无法升学就业。④不难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在张浩波的印记中对“锻炼青年”这一点日益淡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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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突出了现实因素在动员上海青年支援新疆时的关键作用。这也说明现实因素确实成为当时输出

上海青年的关键，因此也才能在张浩波的脑海中印象如此深刻。但无论如何，这些原因归结起来不

外乎两点———现实客观因素与意识形态因素。而这与解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原因大致相同，或侧

重于经济因素，或侧重于政治因素，或二者兼论。① 作为知青史中的重要一段历史，上海青年支援新

疆的讨论也主要在这几种因素里打转，但主要还是侧重于经济因素( 即现实客观因素) 的分析。② 确

实，以“后见之明”来看，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的缘起本就如此，但是，仍有需要值得注意的三个主要问

题: 其一，为什么是这个时段? 其二，为什么就非得是到新疆兵团? 其三，为什么就非得是上海城市

知识青年? 要知道，同时段还有湖北、天津、浙江、北京等地的知识青年到新疆兵团，还有江苏知识青

年到新疆自治区; 同样，上述地区的知识青年也有到其他地方去的情况。故而，要进一步回答上述问

题，就需要作对比分析，要有前后的纵向对比，也要有区域之间的横向对比。
事实上，上海青年支援新疆从本质上来看也属于移民范畴，因此，要更好地回答上述问题，也必

须要借助移民问题的研究理论。而在移民研究的范畴里，认为人口迁移得力于迁出地的“推”和迁入

地的“拉”，在这种“推”“拉”之间又存在一个中间障碍( intervening obstacles) 。③ 这种“中间障碍”正
好将人口迁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包含了种种社会因素，这些因素既是来自人口

输出地和安置地，也有来自二者之外的因素，并最终决定了人口迁移的走向。④ 不过，值得进一步探

讨的是，在上海与新疆之间，其“推”“拉”之力有哪些? 具体是如何发力的? 又是如何构成一个安置

系统的? 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因此，从社会经济史⑤的角度去追溯可以得到很好的答

案。而大量地方档案、内部文件等相关资料也为此研究提供了材料基础。

二、现实困境: 中小学生升学、就业问题日益严峻

因粮食问题，“大跃进”后城市人口精简成为当务之急。从1961年至1963年7月31日中央精简小

组宣布全国性精简工作基本结束，全国职工减少了 1 887 万人，城镇人口减少了 2 600 万人，吃商品粮

人数减少了 2 800 万人。⑥ 而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在这场人口精简运动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到 1963 年 7 月全国精简工作结束之后，上海的城镇常住人口有 698. 7 万，只比 1957 年底 688. 2
万增加了 10. 5 万。如果剔除这 5 年内自然增长人口 75. 2 万，实际上还减少了 64. 7 万。这表明新中

国成立后上海控制城市人口机械增长的成效显著，只是无法避免人口高自然增长率的出现。
从以上数据来看，1962 年上海人口自然增长率 18. 3‰比 1957 年的 39. 9‰下降了 21. 6 个千分点。

但是人口自然增长的绝对数字还是很多，5 年共出生 86. 4 万，死亡 18 万，净增 68. 4 万，平均每年净增

13. 7 万。这些新生婴儿日渐长大，也引起了上海市区人口年龄的变化，其中典型的变化就是 15 岁以下

儿童的比重: 1953 年为 34. 5%，1962 年上升到 46. 2%。因此，控制人口出生率成为此后减少市区人口的

首要工作。⑦ 然而，高人口自然增长率所引发的城市中小学毕业生无法升学就业问题却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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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详见易海涛《资料·内容·理论方法: 中国知青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中共党史研究》2018 年第 1 期) 一文中关于知识青

年下乡原因的讨论。
姚勇:《上海知青在新疆》，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2—57 页; 谢忠强:《1960 年代上海知识青年新疆垦荒支边运动述

论》，《石河子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3 期。
Everett S. Lee，“A Theory of Migration”，Demography，No. 1，1966，pp. 47 － 57.
参阅魏朗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及其对上海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柯兰君、李汉林主编:《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

里的流动人口》，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98 页。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文主旨在于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探讨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的缘起，但这并不代表笔者否认政治等其

他因素对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的影响，只是本文的研究视角更侧重社会经济因素考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1949—2009)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5 页。
中共上海市委精简小组办公室:《上海市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减少城镇人口工作的初步计划( 修正稿) 》( 1963 年 8 月 31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A62 － 1 － 22。



图 1 1950—1962 年上海市区人口自然增长数( 率)

资料来源:《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 《上海通志》第 1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年

版，第 683 页。

图 2 1949—1965 年上海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数

资料来源:《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 《上海通志》第 7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年

版，第 4969 页。

不难发现，从总量上看，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中小学生在校人数持续增加。但从其增长的幅度

和数量上来看，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数增长幅度则不断递减。这也再次证明了升学的困难。
尤其是到 1962 年，由于中央加强对各条战线的调整，全国各地大学、高中招生数目大大减少，不

能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比此前大为增多，因此毕业生的思想波动较大，精神紧张，情绪不安。许多学

生担心当年学校难考，部分学生忧虑埋怨。不少学生埋怨自己毕业不适时，“八字方针”打破了自己

“如花似锦的大学生活”的美梦，“把自己的前途给调整掉了”。还有些学生埋怨过去学校劳动多、学
习少，影响了他们的学业质量和升学。多数学生一心想升学。据湖北省教育厅对 9 520 名高中毕业

生的调查发现，准备升学的占 98%。许多学生把能不能升学视为“一生命运的转折点”，因此拼命赶

功课，星期天普遍不休息，平日里起早贪黑，开夜车，不少住宿生要求走读，以便在家“自由”地开

夜车。①

能升学的数字被严格控制着，因此不能升学的学生就不得不面临如何安置的问题。尽管到

1963 年 7 月中央宣布精简任务结束，但从中央到地方还是把城市精简工作延续了下来。上海也确

定了继续坚决地贯彻执行控制城镇人口增长的方针，如此一来，上海显然无法安置如此数量的未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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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部分地区应届高、初中毕业生的思想情况》，《内部参考》1962 年 6 月 4 日。



图 3 1953—1968 年文教、卫生、科研部门拨款数曲线图

资料来源: 财政部基本建设财务司:《基本建设财务拨款统计资料》( 1950—1975 年) ，内部出版，1979
年 7 月，第 19 页。

学学生。毕业生的升学难度很大，就业又很难找到出路，因此问题重重。对此，上海市 1962 年没有

出路的 1. 2 万名高中毕业生中甚至有人酝酿闹事。① 然而，升学、就业的难题仍在延续，困难也在日

益累积。
据 1963 年预测，1967 年上海进入劳动年龄的青年有 98 万人，其中，除继续升学的约 25 万人、料

理家务和病残的约 9 万人外，需要安排就业的约有 64 万人。② 然而，由于上海能安置的人数有限，加

之持续的高人口自然增长率，因此有许多未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无法得到安排，留在社会上就成

为了“社会青年”。据初步估计，每年留在社会上的青年约有 6 万—7 万人得不到安排。1964 年上海

需要安排就业的初高中文化程度的社会青年共计 3. 8 万人( 高中 1. 5 万、初中 2. 3 万) 。③ 1965 年，

上海非在职在学的青少年达 30 万人( 其中社会青年 8 万) ，④经过一定安置，到当年年底全市估计仍

有青年 8 万人未得到安置，其中女青年约占 70% 左右。⑤ 到 1966 年，情况比 1965 年还要糟糕，据

1966 年 7 月估计，当年年底上海市区仍有社会青年 7 万多人，主要是历届毕业生。其中女性和四类

分子子女的比例比当年年初还要高一些，能符合安置单位要求的对象也将相对减少。⑥ 据当时预测，

这种趋势只会越来越严重: 达到劳动年龄不能升学的青年 1967 年仍有 20 万，1974 年要增加到 24
万。而其归根结底仍在于极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⑦

确实，高人口自然增长率是城市人口问题的重要原因，但与此同时，自 1953 年开始计划经济体

制逐渐建立起来，城市市场并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也是城市人口就业问题形成的客观原因。⑧

因此，积极动员上海城市人口外迁，支援农业、支援外地建设成为上海长期的城市人口转移政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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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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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今年有一万多高中毕业生没有出路》，《内部参考》1962 年 8 月 10 日。
中共上海市委精简小组办公室:《上海市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减少城镇人口工作的初步计划( 修正稿) 》( 1963 年 8 月 31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A62 － 1 － 22。
《关于安排未能升学的高、初中毕业生参加生产劳动的工作方案( 内部掌握不得外传) 》( 1964 年)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A62 － 1 － 27。
《关于加强战备，减少与疏散上海城市人口的初步意见( 稿) ( 绝密) 》( 1965 年)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A62 － 1 － 33。
中共上海市委:《批转劳动局党组、团市委〈关于广泛组织社会青年参加劳动锻炼的请示报告〉》( 1965 年 9 月 23 日) ，上海

市档案馆藏，档号 B127 － 1 － 389。
《关于 1966 年上山下乡计划的初步意见》( 1966 年 7 月 2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A62 － 1 － 36。
《突出政治，做好今年的新疆动员工作》( 1966 年) ，杨浦区档案馆藏，档号 47 － 4 － 132。
Lynn T. White，“The Ｒoad to Urumchi: Approved Institutions in Search of Attainable Goals during Pre—1968 Ｒustication from

Shanghai”，The China Quarterly，No. 79 ( Sep. 1979) ，pp. 481 － 510.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以安排多余劳动力( 首先是青年) 为主。① 显然，城市青年的安置问题确实成为困

扰上海城市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

三、应对之道: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继续执行

1960 年初，各地给教育部反馈的信息仍旧是招生工作中生源不足，为此，教育部指出要在春季招

生工作中扩大生源。② 但这种状况在当年下半年就发生了改变。同年 9 月，河北人民广播电台举办

了“河北省青年红在农村、专在农村”的专题广播节目; 10 月，吉林省 1. 1 万名初中、高小毕业生到农

村安家落户; 11 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批知识青年到该市通河县农村安家落户，建立“共青团公

社”。③ 随着中央人口精简政策的落实，知识青年下乡的规模越来越大，范围亦越来越广。
自 1961 年开始，全国各地开始贯彻中央“八字方针”，采取“面向外地、面向农村”的方针安置青

年学生。当年 8 月 16 日，中共上海市委人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

口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其中关于动员外迁对象中的第二条即是“有劳动能力的闲散人口”，首先就

包括“没有升学尚未就业的社会青年”。其中有回乡条件的，应该动员回乡生产。④ 1961 年全国各地

都陆续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更是涌现出了像董加耕⑤这样的典型，成为引导全国知识青

年参加农业建设的榜样。
1962 年 6 月 1 日，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通过《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其中包括一

些不能在城镇就业的青年学生的安置。⑥ 同年 7 月，为处理市区中小学毕业生安置问题，上海市委指

示由教育局、劳动局、团委抽调人员组成上海市中小学毕业生工作委员会负责此项工作。截至 10
月，未能升学的 7 万多名上海市中小学毕业生有 3. 1 万人安排进入各种民办学校( 广播、电视、函授、
夜大学、补习班等) 继续学习，还有 1. 5 万人到崇明垦区劳动，0. 1 万名高中毕业生组成“上海青年农

业建设队”参加为期一年、二年劳动锻炼。⑦ 11 月 2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农林办关于国营农、
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的报告》中规定: 应届毕业生未能升学或就业，年

满 18 周岁、有独立生活能力的青年学生都应纳入上山下乡的范围。⑧ 由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再次

成为中央的一项正式政策。12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章，指明了农村建设的重要性，号召

大家要从各方面支援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大农业，并从中外历史上列举了到农村去的重

要性。⑨

1963 年 1 月，上海市委指示:“当前农村各级党组织的重要任务是，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知识青

年的思想教育和具体帮助，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技术水平，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其实不

难理解，这一方面是为了检查回乡知识青年的稳定情况，以促进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为

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下乡做准备。接到此指示后，上海《文汇报》派记者到宝山县罗店人民公社金星大

队和东南弄大队展开了相关调查。通过记者的调查发现，宝山县的回乡知识青年确实很快能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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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下来，充实了农村的劳动力，成为农村的一支重要劳动力量。① 既然知识青年下乡到上海市郊不

但能很好地巩固下来，而且还能给农村的发展带来莫大帮助，因此，反馈的信息无疑是动员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肯定行得通。
从 1963 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开始考虑加快农村建设与安置城市知识青年相结合的问题，认为

“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使城乡青年结合在一起，既有利于稳定农村青年从事农业生产，也有利于

更快地形成一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型农民队伍”。② 7 月，上海《文汇报》社论也

指出，支援外地建设、支援边疆建设，是城市青年们义不容辞的光荣的责任。中学毕业生在抉择自己

前途的时候，应当在这方面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③ 8 月 1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央安置工

作领导小组关于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的报告》中规定: “安置下乡的学

生，年龄可以由 18 周岁放宽到 16 岁，条件是能够独立生活。主要是安置大中城市的学生，县城里不

能升学和就业的学生也可以安置一些。”④

与此同时，团中央也给各地发文，要求各地调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以期总结经验，为今

后的工作积累经验。1963 年 8 月 2 日，上海团市委在收到团中央的文件后便着手对此前的上山下乡

活动进行调查、总结。通过调查发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成效显著，历年倒流回上海的约占总数的

20%。1959 年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部分已被当地抽调参加工矿企业、文教事业或保送投考专

业学校。即使留在农村的，大多也不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担任了政治、技术、文教等方面的工作。
1960 年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绝大部分都稳定在农村，直接参加农业生产。进而，上海团市委认为

今后应该继续坚持上山下乡的大方向。⑤ 当然，这也不排除因为安置知识青年需要以及响应中央政

策层面的考虑，地方有可能夸大安置效果。上海市长宁区在崇明县的畜牧场 1960 年才围垦出来，该

场自 1962 年 10 月起陆续招收知识青年 829 名。在 1963 年 11 月给团中央的准备材料中，该场认为

知识青年的劳动锻炼取得了成功，进步很快。真正不愿落户，坚决要求离场或已到期离场的知识青

年约 125 人，占 15%。⑥ 当然，这种数字并不能真正反映存在的问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也在

“成功”的经验中被继续执行。
1964 年 1 月 1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

决定( 草案) 》和《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向中央的报告》发布。文件高度肯定了城市知识

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道路，认为这既能锻炼青年，也为城市青年开辟了就业门路。⑦ 随后不久，上海

市也确定将“减少城镇人口，控制人口增长，动员青年支援外地建设”作为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⑧

而且，在同年 6 月召开的精简会议上也提出了由于人口工作牵涉面越来越大，每年要动员几万青年

出去，因此需要将其纳入国家计划，否则维持不了几年。⑨ 显然，上海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要比北

京好得多。到当年 7 月，北京的上山下乡安置计划完成还不到 18. 6% ( 计划安置 86 万人，完成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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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万人) ，其原因就在于城乡两头对动员上山下乡不够重视、劲头不大，或者是因为缺乏经验，等

等。① 无论如何，上山下乡这一政策在全国推广开来，并继续延续下来，直到 1966 年，上海依然确定:

动员青年下乡上山，支援边疆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其原因就在于因各种情况青年不能升学和在上

海安排工作。②

四、资源配置: 多方协作中的青年安置工作

确实，无法升学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对于城市而言无疑是一种“负担”，如何把这些人口安置下

去，其主要的方法就是参加农业生产。但是，对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而言，尽管安置青年的方向也是

农村，但其主要面向却是外地农村。
在 1963 年 2 月的上海市精简工作要点中，确定了今后减少城镇人口的重要任务是安排青年就

业，其出路主要有两条: 一是进行技术培训后输送给外地，二是到外地从事农垦。其实归纳起来就一

点———到外地去。③ 之所以如此，因为当时上海农村的容量有限，无法安置更多的城市人口。

图 4 1949—1963 年上海农村耕地面积

资料来源: 上海市统计局:《上海农村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1949—1998) 》，内部出版，1999 年 10 月，第 15 页。

与此同时，一些动员回乡的职工和知识青年都产生一些问题，因此，上海就必须动员这些“多余”
的人到外地去。据 1963 年调查发现，尽管已过去 6 年时间，但 1957 年到上海郊区下乡的青年仍有很

多问题，包括生活上的实际困难，情绪不安定，思想有问题，甚至还有不少人走上与既定目标相反的

道路，个别堕落成为犯罪分子。④ 而 1961 年、1962 年回乡的职工也问题不少，其中就包括回到上海

郊区的人员。1961、1962 两年来，上海共精简职工 35 万人，其中动员到上海市郊农村约 8 万人。其

中有些人回乡后一直不安心农业生产，向往城市; 有的好吃懒做，不事生产; 有的进行投机贩卖活动;

有的已经倒流回城，赖在厂里不走; 有的精简退职以后一直不肯回乡。少数职工回乡以后当地不接

受安置，有的是去非原籍农村落户，有的是回到小城镇，有的是原籍农村强调地少人多，安置有困难，

不给报户口，也不安排生产。⑤ 到邻近省农村安置的精简职工也有同样的问题。从上海回安徽的职

工都抱怨安徽苦，不能生存，不愿在安徽生活下去，要求回上海; 浙江义乌一公社的 47 名此前为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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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厂的工人也要求回上海来。① 动员职工回乡后难以安置、巩固，而动员在职职工家属回乡同样难

度不小。这一点上海负责人口精简工作的干部也深有体会，动员职工家属的困难很大，因为职工家

属一走，“一个工人三四十岁，家属回乡，小孩子也不再身边，显得孤苦伶仃，所以还是动员动员小

青年去新疆去，搞四类分子。”而 1964 年的人口工作重心就是“第一新疆，第二回乡，第三安徽”。②

而且，在 1961—1964 年间，上海市区安置到新疆兵团的城市知识青年有 5. 15 万人，到其他国营农

场( 崇明、江西“共大”) 和安徽、上海市郊参加农业生产的一共为 4. 16 万人( 安徽 0. 77 万，市郊0. 4
万) 。③ 上海市郊、安徽的安置空间小、难度大不难理解，但为何新疆兵团能安置如此多的上海知识

青年?

一直以来，上海知识青年对新疆兵团有巨大的吸引力。当王震还在进军新疆的途中，就注意到

要延揽知识人才，以便为建设新疆打好基础。后来他也不断思考动员一批城市青年到新疆去，④但难

度不小，1955—1957 年新疆兵团招纳青年学生一共也才六千多人。⑤ 1958 年 8 月，当时全国各地在

上海招收知识青年参加建设，新疆确定在上海招收 700 名知识青年( 其中男 70 人、女 630 人) 到新疆

就读重工业专业学校，这 700 人仅占当时外地在上海招生的 5 万余人的 1. 3%。⑥ 要招满这 700 人对

当时的新疆而言尚显困难。即便如此，新疆还是一直在上海招收相关技术人员。1959 年 4 月 2 日，

纺织工业部要求上海帮助新疆培训纺织技工 600 人、纺织机器制造工人 100 人。⑦ 除工业系统外，新

疆还需要上海支援行政、文教系统工作人员。1959 年四五月间，新疆兵团政治部干部科科长王明义

到上海与复旦大学联系，要求调给新疆一些教师和干部，如一般教师及干部无法支援，可考虑调一些

“右派分子”。因此，自1959年6月至1960年9月底，上海高等学校系统调到新疆的共有“右派分子” 314
人( 教职员 85 人、学生 229 人) ，其他干部 9 人( 主要是一些平时表现不好，工作不安分，受过处分，有

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员) 。⑧ 后来，这批人走上各个岗位，为新疆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⑨ 无论如何，

也不难发现上海的人才对新疆兵团的巨大吸引力。
也正因如此，所以在 1962 年夏天，从新疆考察回来在上海养病的农垦部部长王震与上海市委书

记柯庆施商定，由上海动员青年支援新疆兵团。瑏瑠 二人商谈的具体情形目前无从知晓，但支援方针算

是定了下来。后来，当年 11 月 19 日，王震又写信给周恩来、谭震林，转呈新疆兵团农一师师长林海清

关于将该师作为安置上海学生的蚕桑基地的报告。瑏瑡 事实上，这件事情王震和柯庆施早已经商量好

了，只是最终通过新疆兵团农一师上报国务院来实施。而这也符合当时强调集中统一的政治制度。
正是基于此，也才有了开篇提到的上海团市委书记张浩波所回忆的安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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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档号 C23 － 2 －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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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之所以有如此考虑，也与当时西北边疆局势紧张关系密切。自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关系

已经逐渐走向恶化，到 1960 年 7 月 16 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中国工作

的苏联专家。8 月中苏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发生边境冲突后，两国之间的边界纠纷不断

发生。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地区排兵布阵，加强战略部署。随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对此反复作

出批示，要求加强新疆的防务工作。在应对边疆局势突变的过程中，新疆兵团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抽

调人员奔赴边境实施“三代”工作，维持地方治安等。为此，同年 8 月 3 日，毛泽东同来北戴河出席中

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党委负责人谈话。在谈到新疆问

题时，毛泽东对新疆兵团农业师的武装情况进行了询问，要求新疆要集中力量对付苏联。① 与此同

时，印度也在中国的西南边境挑起武装冲突，中国被迫自卫反击。在此过程中，新疆兵团组织了大量

支前工作，为中印自卫反击战的成功做出重要贡献，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肯定。随着

西北边疆局势的恶化，新疆兵团的军事职能也被激活，同时也要求有更多的力量充实兵团，以应对

威胁。②

图 5 1954—1975 年新疆人口机械变动图

资料来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计划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统计资料( 1963—1975 ) 》，

内部出版，1977 年 5 月，第 10—11 页。

一直以来，新疆的人口机械增长都是正数，但是到 1962 年呈现出负增长，为 － 19. 46 万人。尽管

当时整个国家都在进行调整工作，但人口减少如此多，与当时应对新疆局势的需要显然不相符合。
故 1962 年 7 月，王震到新疆塔里木垦区视察时也发现兵团需要补充新生力量。③

事实上，不只是新疆兵团，新疆自治区也具有广阔的安置空间和安置能力。早在 1958 年中央动

员青年支援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建设时，新疆就取得了巨大成功。据 1962 年下半年的调查发现，在

1958 年农垦部关于动员青年参加边疆建设后的 1959—1961 年间，总共迁移安置了 148. 5 万人，其中

新疆共安置了 30. 51 万人( 巩固下来的占 90% ) 。相较而言，新疆的安置效果非常好，因为宁夏自治

区和青海省各跑掉了 8 万人( 占安置的 80% ) 、9 万人( 占安置的 95% ) 。④ 此时之所以以新疆兵团安

置为主，与其屯垦戍边的军事职能有直接关系。1954 年 12 月 5 日，在新疆兵团成立大会上，中共中

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王恩茂在讲话中就阐述了组建兵团的重要国防意义。⑤ 经过兵团近十年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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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他更加肯定了这种认识，并认为“兵团的存在、壮大和发展，可以作为中央支援地方、汉族人民支

援少数兄弟民族的一种最好方式。”①基于新疆兵团的成功经验，自 1963 年底始至 1966 年，中央令新

疆兵团先后帮助甘肃、宁夏、青海、陕西组建农十一师、十二师、十三师、十四师。
与此同时，新疆兵团传递给上海的也是非常积极的消息。到 1962 年为止，新疆兵团的各方面建

设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农业方面，开拓的耕地面积达到一千多万亩，新建大型农牧场 167 个，机械

化程度一般达到 70% 以上，各种园林建设达到 300 多万亩; 在工业方面，新建大型工厂 100 多所，工

业年产值达到 2 亿多元; 在畜牧业方面，共饲养牲畜 144 万多头。新疆兵团农一师、农二师都驻在天

山以南的塔里木地区。这个地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具有发展蚕桑生产的良好条件。因

此，农垦部要求农一师、农二师除继续发展粮食和棉花生产外，还要大规模发展蚕桑生产，力争在短

时期内把塔里木地区建设成为一个蚕桑基地。因此需要输送大批劳动力到该地区去。② 当然，不排

除对这方面的宣传有夸大成分，但这样的报告材料是给上海当局了解新疆兵团之用，如此令人瞩目

的成就也更加坚定了上海动员青年支援新疆兵团建设的决心和信心。
在“大跃进”期间，尽管新疆也犯了不少错误，但同时新疆还吸收了大量内地劳动力; 而且，在

1960—1962 年间，新疆还出了 3 万吨粮食和 0. 8 万吨肉支援国家。③ 可见，新疆在农业方面的巨大潜

力。对新疆兵团而言，“大跃进”期间在天山南北开垦了大片荒地，也确实需要有大量的劳动力来进

行耕种。1958—1960 年，新疆兵团人口从 31. 15 万人猛增加到 72. 41 万人; 农牧场从 59 个猛增加到

166 个; 耕地面积从 337. 2 万亩猛增加到 1 035. 45 万亩( 其中农一师、农二师共开荒 126. 79 万亩) 。④

其人口增加的比例显然无法满足新开垦土地的垦种。
基于上海和新疆兵团的商谈结果，加之中央肯定，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的事情就算定了下来。

1962 年年底，上海就动员了 400 多名社会青年到新疆兵团农一师，要培养蚕桑工人和技术人员。同

行的还有上海组织的一个工作组，他们到农一师访问了四十多天，最终再次确认了新疆兵团，尤其是

农一师是上海青年就业的一个良好场所。此后，农垦部和上海市委、市人委明确指示，在“三五”期间

每年都可以动员一批青年去新疆兵团，1963 年先动员 2 万人，以便创造经验，为今后动员更多青年参

加新疆建设打下基础。⑤ 1963 年 9 月 7 日至 27 日，以上海市劳动局局长王克等人为首的 10 人上海

市工作组再次到新疆兵团进行访问，这次先短暂访问了北疆的农八师、农七师、农四师，后来又到南

疆访问了农一师、农二师。通过访问再次发现，上海青年在新疆兵团巩固得很好，兵团各级对青年安

置工作非常重视; 同时也深切感受到新疆的发展前途远大，初步勘测有可垦荒地 1. 6 亿亩，相当于全

疆现有耕地面积 4 700 万亩的 3. 3 倍。地势平坦成片，适宜于机械化耕作。⑥

历年来新疆兵团反馈给上海的信息也是安置效果良好。据 1964 年 4 月统计，1963 年到新疆兵

团农一师的 1. 5 万名上海青年，已有 1 028 人担任班长、排长。⑦ 1964 年 4 月、10 月，王震先后两次到

塔里木垦区视察，并接见了上海知识青年代表，肯定了他们的选择。⑧ 新疆兵团的老战士也高兴地翘

起大拇指说:“上海青年亚克西( 好) !”数万青年下乡上山、支援边疆的革命壮举，有力地冲击了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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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遗传下来的轻视农业、轻视体力劳动的旧观念、旧风尚，大大发扬了以农为乐，以农为荣的新风

尚。① 这一点最直接的反映就是新疆兵团吸收了上海大量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在上海的社会

青年中，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约占 20%。1963—1965 年间新疆兵团先后共吸收剥削阶级子女 1
万余人，其中包括了少数大资本家和上层人士的子女。② 1965 年 7 月 5 日，周恩来、陈毅出国访问返

回时在新疆石河子专门接见了上海青年，周恩来就资产阶级家庭子女问题作了重要谈话:“一个人的

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③同时，周恩来还肯定了兵团的成绩，要兵团继续做好安置工

作，要求兵团今后每年补充 7 万—10 万人，即复员军人 2 万人，上海城市青年 3 万人，天津城市青年 1 万

人( 照顾河北 1 000—2 000 人) ，武汉城市青年 1 万人( 照顾湖南 1 000—2 000 人) 。④

带着巨大的成功，上海动员青年支援新疆兵团持续高歌猛进，1966 年还将继续推行此政策，但由

于“文革”爆发，原本的进路被打断。当年 10 月 8 日，上海市委同意市劳动工资委员会关于当年下半

年不再批准青年学生去新疆。⑤ 1963—1966 年，上海市计划输送新疆兵团 10 万城市青年，如此巨大

的安置计划确实能有效地解决上海城市人口问题，同时也能为新疆兵团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表 1 1963—1966 年新疆兵团计划安置上海青年人数

时间 1963 年 1964 年 1965 年 1966 年 合计

人数( 万) 2 3. 5 1. 5 3 10

资料来源:《关于上海市社会青年参加新疆生产建设情况的汇报》( 1963 年 8 月 21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127 － 1 － 149 － 1; 市委精简小组:

《上海市 1964 年减少城镇人口工作方案》( 1964 年 3 月 7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A62 －1 －27;《对 1965 动员工作的排队摸底( 原件无标题，标题为

引者所加) 》( 1965 年 2 月 13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C21 －1 － 1095; 《1966 年动员青年参加新疆军垦的工作方案》( 1966 年 2 月) ，上海市档案馆

藏，档号 A62 －1 －36 － 22。

事实上，从学校、学生家长到学生，他们都希望有关部门能为学生安排好出路，只不过彼此的目

标各不相同。当时负责学生毕业工作的学校主要贯彻上级指示，既然要求不能升学的学生从学校到

奔赴农村，学校因此也希望上级能及早做好安排，以便学生毕业就能有去处。1964 年，武汉不少学校

的毕业生在毕业后好几个月都找不到务农的去处，因此，学校希望上级部门在 1965 年要及早安排，

避免打击学生立志务农的热情，给今后动员学生下乡的工作造成困难。⑥ 这也说明并非所有地方都

能像上海这样容易就找到一个合适的安置去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地方就没有看到新疆兵团

的巨大安置潜力。
1963 年年底，天津市先后动员社会知识青年 415 人支援新疆建设。为护送这批青年，同时更是

为了给天津城市青年寻找就业门路，天津市从劳动、教育、团委等部门抽调了 5 名干部分批护送青年

进疆，1964 年元旦前后护送小组先后抵达新疆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天津护送干部先后拜访了新

疆自治区以及新疆兵团的各个部门，并初步确定 1964 年新疆可安置天津城市知识青年 8 000—9 000
人，其中，新疆兵团安置 6 000—7 000 人。为进一步落实安置任务，天津护送小组还于 1964 年 1 月

13 日专门拜访了新疆兵团政委张仲瀚。对于安置天津青年，张仲瀚首先表示了极大欢迎，但同时也

指出当年农垦部给新疆兵团的安置指标共计 5. 5 万人，除去上海青年 3. 5 万、复转军人 1. 5 万，只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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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0. 5 万人的安置空间，对此，农垦部仍叫上海补充，因此天津的安置任务有一定困难。事实上，这

还牵涉安置经费问题，从整个新疆安置天津青年来看，均表示安置经费无法解决。对此，张仲瀚也指

出，既然天津城市人口发展遇到困难，因此新疆兵团还是要安置一些，只是安置经费要和上海一样，①

只要经费没问题，新疆兵团可以不经过农垦部批准便安置一些天津青年。与此同时，张仲瀚还建议

天津护送干部到河西走廊去拜访新成立的农建十一师，因为该师新近成立，今后四五年内每年可安

置 2 万劳动力，张仲瀚希望天津能让河西走廊成为其安置城市青年的基地。1 月 24 日，在拜访张仲

瀚后的第 11 天，天津护送小组一行到河西走廊拜访农建十一师，该师师长李正肃接见了他们。得知

天津护送小组一行的目的之后，李正肃告诉护送小组，当年该师的 8 000 名安置计划已有安排，好在

兰州、西安两市在该师的安置计划有变，因此当前可再安置 2 000 人，但这 2 000 人的安置计划需要与

甘肃省委商议，因为甘肃省委希望优先解决甘肃多余的劳动力，也正因此，所以甘肃省委未同意此前

北京市到该师联系将该师作为北京城市青年的安置基地一事。不过，因为天津护送小组带有张仲瀚

的书信，所以李正肃表示这 2 000 人的安置任务留给天津的问题不大，并希望天津在当年 7 月将城市

青年输送过来，以免西安市再提安置问题。因此，农建十一师最终确定当年安置天津城市青年

1 000—2 000 人，经费由中央划拨。②

天津护送干部回到天津后，将其在新疆、河西走廊所看、所谈向天津市委予以汇报，既指出了新

疆、河西走廊安置城市青年的大好前景，同时建议天津市委支援新疆一些小厂( 印染、针织、农药、化
肥、聚乙烯、造纸等) ，如果设备无法支援，技术力量也可支援一些，这样既有助于新疆搞好建设，也能

调整天津的工业结构。事实上，当天津护送小组拜访张仲瀚时，在安置工作谈话结束后，张仲瀚紧接

着就谈到让天津搬迁一些工厂到新疆兵团来，主要搬迁一些在天津原料不足，劳动效率低，而新疆又

有原料的厂子，其次是希望天津能支援一些干部( 这部分人可不必经农垦部先定下来) 。1964 年 3 月

8 日，新疆兵团便派人到天津谈具体支援项目和人员，天津也开会决定同意给新疆兵团以支援，并将

其同天津的上山下乡工作统一起来。③ 其后，新疆兵团方面确实多次找到天津，要求支援相关设备、
技术和劳动力，而且，天津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如此看来，安置城市青年并非简单的城市闲散劳动

力安置，同时也能给安置地区带来一定的物质资源，有助于安置地区开展相关建设。④

甘肃农建十一师没有同意安置北京城市青年，但北京城市青年又不得寻找合适的安置地。根据

当时中央的指示，安置的方向主要是插队，其次才是到国营农林渔场。但同时又指出要成组成队地

安置，这样更有助于管理、巩固，也更有利于发挥知识青年的作用。这样，在 1964 年 2 月 1—4 日召开

的华北局大中城市安置工作会议上，确定了当年北京城市知识青年的安置地主要是到晋南，因为当

地当年要建立基本田，需要大批劳动力; ⑤此前，东北计划安置北京知识青年 1 万人，但由于当年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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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1963—1966 年新疆兵团安置上海青年过程中，上海提供了绝大部分安置经费，解决了新疆兵团安置上海青年的经费问题，

也正因如此，才保证了安置任务的顺利完成。关于安置经费，详见易海涛《1963—1966 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置上海知识青年经费

初探》，《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 年第 6 期。
天津市劳动局等:《关于去新疆为我市社会青年找安置问路和护送支边青年工作报告》( 1964 年 2 月 10 日) ，天津市档案馆

藏，档号 401206800 － X0053 － C － 002005 － 001。
《援新疆技术力量和工厂企业的初步意见》( 1964 年 3 月 17 日) ，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 401206800 － X0053 － Y － 001034 －

020。
韩启澜( Emily Honig) 、赵小建认为，在知青上山下乡之后，通过知青及家长为安置地争取了资源( Emily Honig and Xiaojian

Zhao，“Sent—down Youth and Ｒ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aoist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 222，2015，pp. 499 － 521) 。实际上，

在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初就有这方面的考虑，这一点在跨大区的安置活动中，尤其是国营农场跨区安置知青的过程中有很明显

的体现。当然，关于这一话题，还需要有更深入的讨论，包括对安置地和输出地之间的后续发展，也值得进行相关专题研究。而在这

个过程中，自 1964 年开始的支援三线建设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此，北京市人委会同教育局、劳动局等有关部门去晋南地区作了调查，并就学生下乡插队的衣食住行等问题做出具体安

排( 《北京市从今年起将陆续动员 20 万初高中毕业生下乡插队》，《内部参考》1964 年 5 月 5 日) 。



农场要进行精简调整，故有此改变。但在北京看来，由于 1963 年已经组织了一千多人到东北国营农

场去，发现东北的潜力巨大，因此今后还是要将东北作为长期安置基地。① 这也不难发现在安置城市

青年时，输出地与安置地之间的多边互动关系。对这一点，1965、1966 年的中央安置计划或许更能说

明问题。1965 年全国预计安置城市青年 54. 33 万人，其中安排到国营农林牧渔场 10. 33 万人。在这

10. 33 万人中，前往边远地区参加农垦建设的 6. 95 万人( 其中，新疆兵安置上海 1. 5 万、武汉 0. 4 万、
天津 0. 4 万; 新疆自治区安置江苏 1 万; 甘肃农十一师安置天津 0. 6 万、山东 0. 25 万; 宁夏自治区安

置北京 0. 45 万、天津 0. 05 万; 东北安置北京 0. 3 万) 。② 1966 年全国预计安置城市青年 67. 46 万人，

其中安置到国营农林牧渔场的 10. 37 万人( 其中，新疆兵团安置上海 3 万、武汉 0. 7 万、天津 0. 7 万、
唐山和保定各 0. 05 万、浙江 0. 5 万; 东北安置北京 0. 2 万; 宁夏自治区安置北京 0. 6 万、天津 0. 1 万、
杭州 0. 1 万; 安徽安置上海 0. 7 万; 青海安置山东 1. 5 万。新疆自治安置江苏 1 万; 云南安置四川 0. 2
万; 西藏自治区安置山东 0. 1 万人) 。③ 如果仅从这两份数据看不出太大的端倪，但结合前后材料，则

可以洞察在安置知识青年过程中的行政策略。1966 年 8 月，新疆自治区计划从上海郊区招收 0. 34
万人前往地方农场参加劳动。④ 而在这之前，新疆自治区并没有安置上海青年。当时从上海动员到

新疆自治区地方农场的青年中计划给阿克苏地区 2 000 名，到 10 月 6 日全部出发，由于彼时种种原

因，期间几次改变招生区县，才最终招到 1 131 名社会青年。⑤ 为什么新疆自治区会有这样的改变?

目前没有直接材料能说明什么问题，但 1965 年新疆自治区在江苏的招生工作组遇到了一件令其非

常被动的事情，这或许能解释其要到上海招收知识青年的重要原因。当年 6 月 2 日，阿克苏地委收到

在常州负责招生的干部发给阿克苏地委的信，信中提到要在常州给阿克苏建筑公司招收一批木瓦

工，但这项计划落空了，主要原因是常州有支援西南的任务，大量建筑工人去了云南、安徽等地，全市

青年学生中也毫无各方面技术工人。⑥ 而对比上海、天津给新疆兵团的帮助，这就值得人深思。可以

说，安置知识青年既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但同时也能转化成一种丰富的资源，这种资源既是知识青年

本身，同时也是知识青年输出地地方政府所带来的。

五、安置前史: 1951—1962 年上海与新疆的经济互动

1963 年 6 月 24 日，王震在上海社会青年活动分子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新疆将逐步建成

现代农业和现代工业，需要上海文化科学、政治以及技术设备等方面的支援。⑦ 其实，尽管这句话是

当时做动员所讲，但如果认真研读这段讲话的话，不难发现王震对新疆建设远景的憧憬，以及对上海

能提供强有力支援的信心。对于新疆的建设远景，王震一直抱有很大的期望，他认为新疆有丰富的

资源和大片沃土，还有天然的草原牧场，因此新疆必将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地。⑧ 而对于上

海强有力的支援力度，王震也是早有体会，他曾主导了上海的几项大型项目支援新疆，从而真正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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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北京市安置办公室:《1964 年参加华北局大中城市安置工作会议情况和我市对学生、无业人员安置的意见及组织知青去东

北农场的问题》( 1964 年 2 月 4 日)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不详。
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1965 年安置计划的几点说明》( 1965 年 4 月 20 日)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 002 － 017 －

00054。
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1966 年安置计划》( 1965 年 12 月 15 日)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 002 － 068 － 00080。
《上海市劳动局关于动员郊区城镇知青参加新疆农林牧场生产建设的意见及宣传提纲》( 1966 年 8 月)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号 B127 － 2 － 871。
阿克苏专区工作组:《关于接运上海市支边青年的工作总结》( 1966 年 10 月 9 日) ，阿克苏地区档案馆藏，档号 1 －3 －563 －4。
阿克苏地委:《转发闫泽民关于接支边青年的来信》( 1965 年 6 月) ，阿克苏地区档案馆藏，档号 1 － 3 － 501 － 19。
《王震将军在上海社会青年活动分子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记采稿，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口头宣传参考，不得翻印) 》( 1963

年 6 月 24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C21 － 2 － 2268。
《新疆军队生产建设工作的方针与任务( 摘要) ———王震司令员 1950 年 1 月 16 日在新疆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上的报告》，农

垦部政策研究室等:《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第 36—37 页。



了新疆的现代工业体系。显然，这也是王震到上海商谈要上海青年支援新疆兵团的另一个原因。
钢铁是工业的重要原料，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新疆也急于建立现代钢铁工业。在新疆钢铁工业的

建设过程中，上海提供了大量帮助。1951 年，经华东军政委员会同意，新疆军区以 100 亿元( 旧人民

币) 的低价购进上海益华钢铁厂全部设备 2 100 多吨。同时从上海新慎昌机器厂、范元记模型厂、炼
成机器厂、美新工具厂购进有关设备，从而保证了新疆八一钢铁厂的顺利建成。其中，上海益华钢铁

厂连人带设备整体搬迁，更是起到了直接作用。在王震的邀请下，益华钢铁厂的总工程师余名钰也

到新疆指导钢铁工业建设，后来，余名钰担任新疆八一钢铁厂总工程师。1952 年新疆八一钢铁厂建

成投产，告别新疆无新型钢铁厂的时代。①

紧随益华钢铁厂之后，1951 年 11 月 3 日，上海炼成机器厂也与新疆军区签订协议，同意将

该厂机器设备全部迁至新疆建设新厂，改为公私合营，并定名为新疆机器制造厂。② 益华、炼成

二厂的搬迁，不但从机器设备上为新疆工业建设提供了帮助，也从技术人才方面促进了新疆工

业的发展。此后，在上海疏散工业和人员支援外地建设的过程中，上海也持续为新疆提供了支

援。
一方面是新疆求贤若渴，另一方面是上海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兄弟省市搞好建设。对此，1955

年 2 月 14 日，中共中央指出应该有组织有计划地从上海、天津等城市抽调并培养相当的技术干部

支援其他城市建设。③ 上海援助新疆的面更为扩大。同年 4 月 15 日，上海交通运输管理局决定帮

助新疆交通厅训练 307 名汽车驾驶员，这批人员是从原来的上海三轮车工人中挑选而出; 到 5 月 14
日，第一期结业的 58 名工人出发前往新疆。④ 7 月 22 日，在卫生部的指示下，上海第一医学院抽调

了一批高级医师奔赴新疆，帮助新疆建设新疆医学院。⑤ 7 月 30 日，国务院指示上海支援新疆花纱

布公司轧花技术人员 15 名。⑥ 随着上海私营饮食服务业渐入困境，上海决定动员若干服务性行业，

如酒菜、糕团点心、理发、沐浴、洗染、照相、机制缝纫、时装等到内地，其中主要就是到西北地区。因

此，1955 年 8 月 18 日，新疆省商业厅接到上海第二商业局函件，双方商谈如何由上海向新疆输送生

活服务业。⑦ 10 月 24 日，新疆自治区致函上海第二商业局，要求上海输送以下服务性行业到新疆。
表 2 1955 年新疆自治区要求上海输送服务业概况

行业 数量 要求

中药材 15 人 能鉴别药材等级，熟悉业务，掌握中药材采购业务及指导生产

理发师 27 人 —

缝纫技师 3 人 能涉及童装式样及能裁制西装、呢料制服的高级技术人员

照相机师 16 人 能摄制美术照相，冲洗及修整等业务( 自带家具设备两套)

炊事员 9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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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新疆军区后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经营大事记( 1939—1944; 1949. 10—1995. 12 ) 》，内部出版，1996 年 4 月，

第 58—59 页。
《炼成机器厂、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后勤部上海办事处关于合资经营新疆机器厂的协议书》( 1951 年 11 月 3 日) ，上海

市档案馆藏，档号 B128 － 2 － 529 － 22。
《中共中央关于有计划地抽调技术员工支援重点城市建设的建议给上海市委的批复》( 1955 年 2 月 14 日) ，中央档案馆、中

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8 册，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64—168 页。
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编年( 1955 年卷)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32 页。
《帮助少数民族建立新疆医学院，本市一批高级医师今天去新疆》，《新民晚报》1955 年 7 月 22 日，第 1 版。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人事处关于洽商轧花机方面技术人员去新疆花纱布公司工作的函》( 1955 年 7 月 30 日) ，上海市档案馆

藏，档号 B123 － 2 － 1108 － 149;《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关于调棉布方面技术人员去新疆工作的复函》( 1956 年 1 月 11 日) ，上海市档案

馆藏，档号 B123 － 2 － 1108 － 15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引注: 应为新疆省，当年 10 月 1 日新疆自治区才正式成立) 商业厅关于援助生活服务业工作的函》

( 1955 年 8 月 18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98 － 4 － 23 － 30。



续表 2

行业 数量 要求

旅社业一户 3—5 人
投资金额最少是 3 万—4 万元，如投资设备时以新式单人铁床为宜，其人员要具有

一定企业管理经验

澡塘业 盆塘 20—25 个
池塘每次能容纳 50—60 人的可来一户，服务人员不宜太多( 家具自带，有条件可以

公私合营)

干鲜菜人员 8 人 包括能懂得干鲜菜保管及能制作各种酱菜的技术人员及工人

发面技术人员 7 人 懂得金属发面

做点心的技师 3 人 —

资料来源:《关于输送服务型行业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作的函》( 1955 年 10 月 24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98 －4 － 23 － 205。

显然，这些行业都是典型的衣食住行业，而且新疆所要的一般都要能携带相关设备，或具有很好

的技术经验，这对新疆发展服务行业有不小帮助。
1956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讲到妥善处

理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合理布局工业; 同时也提到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

济建设和文化建设。① 事实上，在此之后，上海的工业发展方针有一定转变，对此前上海工业的发展

进行了调整，但上海对新疆的支援还是延续了下来。而且，随着内地动员工人支援边疆的问题持续

出现，引起了中共中央对这一做法的思考，因此，当年 8 月 24 日，中共中央决定，今后除将沿海失业人

员调到缺乏劳动力的西北、内蒙参加工作外，一般不要调配在业的普通工人及壮工。② 即便如此，上

海仍旧持续调配工人前往新疆参加建设。9 月，上海市支援新疆粮食厅 130 人，③10 月，中国食品公

司上海分公司派人支援新疆分公司，④11 月，上海到新疆自治区交电公司工作 16 人。⑤ 当然，这种调

配与上述大规模集体调配不同，更有助于工作开展，实现上海对新疆的点对点支援，同时这也说明上

海对新疆的援助还不完全同于上海对西北其他地区的援助。
1957 年 7 月 31 日，商业部办公厅在对新疆垦荒植棉的考察报告中明确指出，“二五”期间将在新

疆开荒植棉，计划从上海、天津迁建小型轧花机件修配厂两座。⑥ 因此，新疆需要更多的工厂、技术和

人员。随着 1958 年 5 月之后“大跃进”的到来，新疆与上海的互动更加频繁。
1958 年 8 月，新疆自治区决定新建一座药品制剂厂( 年产针剂 500 万支、片剂 3 亿片) ，关键问题

是缺乏设备和技术力量，于是，8 月 11 日，化学工业部通知上海计委给新疆予以支援。⑦ 同年 11 月 8
日，新疆兵团司令部也向纺织工业部提交申请，请求帮助新疆兵团培训新建帆布厂的工人。纺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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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1956 年 4 月 25 日)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8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

版，第 245—246、254—255 页。
《中共中央批转上海市委关于外调职工工作的检查报告的指示》( 1956 年 8 月 24 日) ，《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 23 册，第

468—469 页。
《上海市人事局关于全市各区支援新疆粮食厅的工作人员名册》( 1956 年 9 月)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23 － 4 － 373。
这批人员到新疆后发给安家费，即本人以一个月工资的 40%—80%，每一家属( 不分大人小孩) 按职工本人一个月工资的

20%—30%发给( 《中国食品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中国食品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司关于调用商业人员的协议书》( 1956 年 10
月)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123 － 3 － 256 － 10)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业厅关于从上海调来干部工资计发问题的说明》( 1956 年 11 月 26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123 － 3 － 279 － 45。
《商业部办公厅关于考察新疆垦荒植棉问题的报告》( 1957 年 7 月 31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123 － 3 － 881 － 31。
《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办公室关于介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厅梅玉华同志前来支援针、片剂厂问题请洽谈的函》( 1958 年 8

月 19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76 － 3 － 248 － 71。



业部随即批复: 人员培训尽量就地解决，如确有困难则与上海市联系，委托上海协助培训。① 由此也

不难发现，尽管此时各地都在搞建设，但中央在保证支持新疆发展的问题上，作为工业中心的上海还

是成为承担支援任务的重要城市。
1958 年 10 月，新疆自治区要求上海支援织新疆布的工人。当时上海只有徐汇区的汇新、汇群两

家织布厂织新疆布，若将工人支援新疆，上海的任务便无法完成，因此，上海染织公司决定将任务及

67 台设备、80 个工人一并转给新疆。因为工人反对，以及当时各地到上海来挖人、迁厂的现象实在

太多，造成上海混乱局面，因此上海纺织工业局批评下属上海染织公司工作简单化，并决定先从工人

中挑选 20 名年纪轻、积极、真心愿意去的先行进疆，以解新疆燃眉之急。最终，1960 年 8 月 20 日，上

海市计委批准将汇新等 5 个厂、职工 384 人迁给新疆自治区。② 尽管迁厂工作迁延两年后才真正结

束，但上海纺织工业局立刻着手解决新疆所急的态度也显示出新疆与上海的特殊关系。
上海工厂顺利迁走，主要是因上海支持，同时也与“大跃进”末期的政策调整有一定关系，但更受

到新疆的影响。在 1959 年 10 月 5 日至 1961 年 10 月 17 日期间，因为上海也面临物资匮乏的困局，

于是陆续与华北、西北等地签订了协作协议书，要求互换资源，相互支持。整个 1959 年，上海从新疆

进货 17 万元，包括肠衣、羽绒、水果、土产、丝绸等。
表 3 1959 年上海对外贸易向新疆进货统计年报

类 肠衣类 羽绒毛类 水果类 土产 丝绸 合计

品种 山羊肠衣 绵羊毛 哈密瓜 成药 桑蚕废丝

数量 5 000 根 80 127 市斤 105 920 吨 — 2 172 公担

价格( 元) 4 920 85 402 74 144 2 820 3 894

171 180 元

资料来源:《1959 年上海对外贸易向新疆省进货统计年报———上海市对外贸易局编印的 1959 年度上海市对外贸易商品流转统计年报( 下册) 》

( 1960 年)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170 － 1 － 632 － 237。

另一方面，新疆也主动要求用一些原料与上海交换设备，以促进工业发展。1960 年 4 月 12 日，

新疆自治区候补书记祁果致信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主任马天水，提出新疆支援上海一部分金属

原料和云母等资源，上海帮助新疆改造钢铁小土群和小洋群，支援一些设备。6 月 8 日，经过协商确

定，新疆支援上海生铁 3 000 吨、杂铜 50 吨、云母 200 吨，上海支援新疆轧铜机 2 套、鼓风机 8 台、水
泵 20 台、机床 15 台、特殊电动机 10 台、一般交流发电机 60 台、直流发电机 1 组、变压器 15 600 千

伏安。③

从这一时期上海与外地的互动关系来看，总体来说还是上海支援外地多，但外地向上海所提供

的物资也是上海的必需品。“大跃进”结束后，上海副食品供应困难，不得不向全国各地寻找支持。
新疆作为重要的棉花产区、畜牧区，为内地提供了大力支持。1961 年，新疆向内地运输了大量棉花、
药材、肉食品、杂骨、土碱和鲜瓜果。④ 1961 年春节，上海要求新疆供应羊 120 吨( 约 1 万头) 、肉 21
万斤、牛羊下水 18 万斤、葡萄干 7 万斤、杏干 7 万斤、酥油 4 万斤。⑤ 同时，上海也向新疆提供物资支

援，实现物资交流，共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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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纺织工业部关于新疆建设兵团司令部新建帆布厂工人培训问题的意见》( 1958 年 12 月 11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134 － 6 － 98 － 126。
《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党组呈曹书记并市经委关于汇新、汇群织布厂支援新疆工人问题的请示》( 1959 年 1 月 12 日) ，上海市

档案馆藏，档号 B134 － 1 － 298 － 1;《上海市经济计划委员会关于汇新织布厂等 5 个外迁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通知》( 1960 年 8 月

20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134 － 1 － 663 － 14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上海市协作协议书》( 1960 年 6 月 8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29 － 2 － 895 － 95。
《新疆调集农牧土特产品支援内地》，《人民日报》1961 年 12 月 13 日，第 1 版。
《上海市第二商业局对新疆、江苏、四川、浙江、湖南、广西等六省要求支持上海春节副食品供应的要货清单和分赴各省联系

的情况汇报》( 1961 年 1 月 14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98 － 4 － 1412。



表 4 1961 年上海、相关省份互相支援概况 单位: 万元

地区 上海支援各省物资 各省支援上海

陕西 163 39

新疆
236 74

128( 区商业厅) 108( 兵团) 15( 区商业厅) 59( 兵团)

福建 42. 84 26

安徽 49. 63 5. 02

山东
313. 9 147. 59

268. 59( 省商业厅) 104. 52( 青岛) 45. 33( 省商业厅) 43. 07( 青岛)

资料来源:《上海市第二商业局蔡东园局长的率领的上海市赴川协作代表团去四川、成都、重庆、云南、贵州、新疆等地商谈经济协作工作报告》

( 1961 年 8 月 26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98 －1 － 843。

1961 年 8 月 26 日，上海第二商业局一行在新疆与新疆自治区商业厅、新疆兵团商业处座谈，对

新疆提出需要支援一部分商业技术人员问题，上海表示有两个办法: 一是由上海派工作组到新疆传

授技术、交流经验; 二是由上海代表新疆在沪招收人员代为培训。① 此行也确定了新疆对上海所提供

的农副产品。
表 5 1961 年 8 月上海与新疆商定新疆支援上海情况

自治区商业厅供 兵团商业处提供

葡萄干 10 000 市斤 等外废胶( 代卡法司碎胶) 40 000 市斤

杏干 12 000 市斤 破布鞋 200 000 市斤

甜杏干 2 000 市斤 碎布 100 000 市斤

核桃 10 000 市斤 废什毛( 包括粪蛋毛) 80 000 市斤

桑干 6 000 市斤 什骨 100 000 市斤

蜂蜜 4 000 市斤 马尾 10 市斤

奶粉 6 000 市斤 云母片 20 000 市斤

奶油 4 000 市斤 甘草膏 10 000 市斤

废胶( 代卡法司碎胶) 60 000 市斤 飞棉 100 000 市斤

飞棉 200 000 市斤 剥桃棉 100 吨

破布鞋 200 000 市斤 芒硝 1 000 吨

奶粉 10 000 市斤

哈密瓜干 5 000 吨

灯用煤油 500 吨

哈密瓜 2 吨

资料来源:《上海市第二商业局蔡东园局长的率领的上海市赴川协作代表团去四川、成都、重庆、云南、贵州、新疆等地商谈经济协作工作报告》

( 1961 年 8 月 26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98 －1 － 843。

在这种你来我往的交流过程中，上海对新疆的支援持续进行，进一步加强彼此关系。1961 年 11
月 14 日，上海市计委接到新疆自治区计委的函件，请求上海搬迁一个小型纺织厂给新疆巴音郭楞地

区，经上海市计委与上海纺织工业局研究，于 1962 年 1 月 4 日同意将同德盛布厂( 职工人数约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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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海市第二商业局蔡东园局长率领的上海市赴川协作代表团去四川、成都、重庆、云南、贵州、新疆等地商谈经济协作工作

报告》( 1961 年 8 月 26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98 － 1 － 843。



人) 迁出。① 4 月 8 日，上海市针织工业公司和虹口区纺织工业局决定将上海富华织造厂迁往新疆奎

屯地区( 农七师) 。② 这些厂迁到新疆后，员工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工厂也立即开工，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③ 11 月 3 日，纺织工业部也要求上海纺织工业局从关停的设备中拆迁 5 000 锭配套设备支

援新疆兵团农一师建立一个小型纺织厂。④ 从时间和地点上来看，这或许与紧随其后动员上海青年

进疆有直接关系。

六、结语

综上不难发现，在上海青年支援新疆兵团的过程中，随着一年年中小学生升学就业难题的存在，

大量未升学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在城市安置发生困难，从而直接促使中小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参加农

业生产。当然，其背后既有持续走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影响，更是受到当时优先保证重工业、高度

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⑤ 总而言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终究是一种必然选择。笔者以为，现实

客观因素确是上山下乡的根本原因，但上山下乡又不是单纯的经济策略，随着人口问题的累积，以及

政治因素的不断叠加，这就使得上山下乡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因此，在分析这一问题时需要把握其

时间性，针对具体时间做具体分析。
通过本文从社会经济结构对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缘起的考察可以发现，上海青年面向农村、面向

外地安置既是必然，其安置地的选择也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贯彻这一政策中的关键一环。一开始，

家在农村的可以直接动员回乡，但对于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特大城市而言，回乡、城郊安置都有很

大困难，因此需要在跨区安置中做出选择。上海之所以在“文革”前将其跨区安置地选择在新疆兵

团: 首先确实是因为上海本地安置工作困难重重，郊区和邻近省份都难以安置。其次，与新疆兵团的

巨大安置空间有直接关系。经过近十年的经营，新疆兵团作为工农商学兵于一体的国营农场有着丰

富的安置经验和安置潜力。再次，与当时的西北边疆局势有直接关系。尤其是 1962 年“伊塔事

件”以及中印边境冲突，成为输送青年到新疆兵团的又一因素。最后，安置前史也影响着上海青年

支援新疆兵团。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为新疆的建设提供了大量支援，加强了彼此的联系。而决策者

的协商，更是最终保证了安置地的落实。若没有王震 1962 年夏天到上海与柯庆施商量，上海青年

支援新疆的历史如何走向也未可知。而在当时的安置过程中，除了上海与新疆兵团之间构成了一

个安置移民系统外，天津、北京等地也加入到这个系统里面，各方有博弈更有协作，这应与“大跃

进”之后中央更强调集中统一有关系。相对而言，在城市无法安置的知识青年对城市而言无疑是一

种人口“负担”，城市安置时自然想要将这项“负担”最快、最好地解决掉，因此也促使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不单单只是输送青年出去，更要给安置地提供一些资源，要求知识青年输出地配合做好安置工

作。⑥ 因此，不难发现，跨区知识青年的安置过程中，在多方协作博弈之间，虽然最终经中央敲定安置

地，但其最终目的都在于在安置这项城市“负担”的过程中实现其效益最大化，以便变城市剩余人口

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力。当然，在政策的具体执行过程中效果究竟如何，这又是另一个值得讨论

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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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上海市经济计划委员会关于同意迁出同德盛布厂给新疆的通知》( 1962 年 1 月 4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134 － 2 －
54 － 119。

《上海公私合营富华织造厂迁厂工作方案( 草案) 》( 1962 年 4 月 8 日) ;《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关于富华织造厂、汇新、汇成、汇
建、汇群、同德织布厂、鸿纶染织厂迁往新疆的协议书》( 1960 年 9 月—1962 年 6 月)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134 － 2 －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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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ing the Origin of Shanghai Youth Supported Xinjia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Economic History ( 1962 －1966)

Yi Haitao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a large number of urba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Shanghai could not be properly placed after three difficult years. At that time，

these populations were the“burden”of Shanghai undoubtedly. Therefore，Shanghai needed to transfer these
“excess” urban populations in a rational way. In the end，Shanghai chose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as the main resettlement site for Shanghai urban youth. The local governments
communicated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eventually selected the resettlement sites. In addition，the
educated youth，local governments and central government constituted a complete resettlement system during
the selection process of the resettlement site. The purpose of the resettlement work was to transform the
urban population“burden”into a labor force that created surplus value，while at the same time demanded
maximum benefits. Seeking benefits wa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pushing force”of
the educated youth exporting place and the“pulling force”of the educated youth resettlement site，but also
the important cause of Shanghai youth supported Xinjiang.
Key Words: Educated Youth，Shanghai，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Ｒeasons for Educated
Youth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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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瓜史》简介

《中国南瓜史》一书于 2017 年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作者李昕升博士。该书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 一等) “‘一带一路’视野下美洲作物在中国的推广及影响研究”( 2015M580439) 阶段成果，首届食学著作“随

园奖”获选书目，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文库”。

作物史是经济史中关于农业生产力的重要问题，美洲作物史尤其是其中的时代课题。该书从一个作物的

视角展开，反映美洲作物的分布及变迁、时空差异和变化驱动力。研究给予南瓜这类今天看来是单纯蔬菜作物

以去边缘化的历史地位，以南瓜为中心，进行时间、空间视角的整合，阐述其多元化的历史功能和意义。作为第

一部关于蔬菜作物史的专著，引入 GIS 技术，全方位、动态的展现南瓜在中国引种和本土化的全貌，呈现南瓜在

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进而钩沉作物史发展的状貌，以及与之相关的新文本、新知识的产生。该书认为中

国可能是在 16 世纪初期由葡萄牙人或南洋华侨首先引种到东南沿海，稍晚西南边疆也独立从印度、缅甸一带引

种南瓜，由此，南瓜以救荒作物的角色迅速在中国推广，堪称美洲作物中的“急先锋”。该书将南瓜等域外作物

本土化历程概括为“三段论”: 推广本土化、技术本土化与文化本土化。( 周红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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